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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立案程序的制度检视及规范建构

夏艾明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行政处罚立案制度包括立案标准、立案依据公示、违法不立案的法律责任等内容。以行政程序理性审视，行
政处罚立案制度存在立案标准不统一、不明确和立案依据公示立法空白等问题。行政处罚的立案标准应当包括“符合管

辖”“在追诉时效内”“有证据初步证明有违法事实”等构成要件，不应包括“有明确的违法嫌疑人”要件，符合“首违不

罚”“轻微不罚”“证明无主观故意”三种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立案依据公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示内

容应当包括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公示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处罚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权益；此外还应根据比例原则，

参照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期限明确立案依据公示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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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贯彻落实执政党和立法

机关意志，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

利的重要方式。在行政程序理论的指引下，２０２１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进一步完善了行政处罚

程序，在法律层面将立案确立为外部程序并构建

了立案制度①。《行政处罚法》对处罚程序的完

善，与“建设法治政府、将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制

轨道、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②的目标一致，

即在关注行政行为合法性之外，附加了推进治理

能力现代化等政治预期。因此，立案程序同样承

担着“将新的价值和利益纳入考虑范围，从而实

现对行政机关政治控制”③的制度功能。然而，行

政程序的非理性不利于行政法治建设，各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中的立案条款所呈现的不完备、欠统

一状态，在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以及行政处罚

权下沉乡镇街道的背景下④，已经引发适用上的

冲突，造成行政程序的绝对化、苛刻化与脱节化，

可能导致行政机关互相推诿或者滥用职权等问

题，不利于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的提升。对此，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１〕２６号）明确要
求“建立健全立案制度、完善立案标准”。

理论层面，当前关于行政处罚立案程序的研

究主要围绕立案标准展开⑤。究其原因，规范进

路的行政法学研究基本聚焦于行政诉讼的需

要⑥，认为行政法主要应该是司法的法⑦。而在

《行政处罚法》修改前，立案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

行为、过程性的准备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因此未

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导致现有研究成果难以满

足迫切的实践需要。本文尝试在梳理相关规范文

本的基础上，以行政程序理性为观察视角，针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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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产生的问题提出规范建构的政策建议。

二　行政处罚立案程序的制度检视
与其他部门法不同，行政法的核心和最重要

的部分就是行政程序法，而非行政实体法①。由

于《行政程序法》仍付之阙如，构建行政处罚程序

基本框架的任务只能由《行政处罚法》承担。《行

政处罚法》中字面上出现“立案”的条款有五个，

分别是第 ２５条、第 ３９条、第 ５４条第 ２款、第 ６０
条以及第７６条第２款，对应管辖权争议解决、立
案依据公示、立案要求、办案期限起算以及违法不

立案的法律责任等内容。梳理各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的相关条款，可以明晰立案制度的具体构成。

再以行政程序理性的标准检视，可以发现立案程

序中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文本的内容梳理

通过检索，共查找到３９部包含立案条款的规
范文本，其中法律１部，即《行政处罚法》；行政法
规１部，即《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部门规章
３７部，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等②。其中立案条款主要涉及以下几部分。

１．立案标准的构成要件
《行政处罚法》第 ５４条第 ２款规定，符合立

案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立案。然而，该条款

与《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及其他１８部部门规
章仅对立案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剩余１９部部
门规章作出了相对具体的规定，但在实体要件、程

序要件、主体要件三个方面的规定各有不同。其

中，实体要件分别有违法行为要件③、违法事实要

件④、危害结果要件⑤等选项；程序要件主要有管

辖要件⑥、追诉时效要件⑦；此外还有 ４部部门规
章规定了违法主体要件⑧。概言之，在立案标准

的构成中，程序性要件的争议较小，围绕实体要件

和违法主体要件的选择存在较大分歧。

《行政处罚法》未对不予立案的情形进行规

定，但有部门规章对此进行了明确，并可归纳为法

定不予立案和裁定不予立案两种情形。法定不予

立案是指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不予立案，立

案后发现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撤销立案⑨；裁

定不予立案是指参照行政处罚的阻却事由对“可

以不予立案”情形作出规定，例如《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２０条参照《行政处罚法》
第３３条“首违免罚”“轻微不罚”“证明无主观过
错”的规定明确了可以不予立案的情形。

２．立案依据公示
《行政处罚法》第 ３９条规定，行政处罚的实

施机关、立案依据、实施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信息应

当公示。立案依据公示意味着立案程序的外部

化，在合法性接受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监督的

同时，还涉及对相对人个人信息的公开与处理。

因此，立案依据公示关乎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权益

与利害关系人、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并可

能对其产生行政法权利义务上的实际影响，由此

使得立案程序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具备了接

受合法性审查的条件。

在《行政处罚法》修订前，各部门规章均未规

定立案依据公示。在《行政处罚法》修订后颁布

或者修订的部门规章，仅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等 ３个部门规章增加了“立案
依据公示”条款。然而，这些仍是宣示性条款，对

向谁公示、公示什么、如何公示等具体问题未作出

回答。

３．违法不立案的法律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 ７６条第 ２款规定，符合立

案标准的案件不及时立案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本条款为 ２０２１年修订新增，是《行政处罚法》第
５４条第２款的责任条款。从责任承担方式来看，
第７６条所规定的“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是
内部法律责任的追究，这意味着利害关系人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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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完善行政程序法治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在ａｌｐｈａ法律系统的法律法规数据库中，以“现行有效”为条件、“行政处罚”为关键词进行标题检索，再以“立案”为关键词在结果

中进行全文搜索。

该要件共出现１３次，典型表述参见《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２４条第２款第１项。
该要件共出现６次，典型表述参见《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２４条第１项。
该要件共出现１次，参见《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１５条第１款第１项。
该要件共出现１７次，典型表述参见《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１５条第１款第３项。
该要件共出现１１次，典型表述参见《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３０条第４项。
典型表述参见《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６条第４项。
如《旅游行政处罚办法》第２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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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众发现行政机关存在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

时，有权通过申诉或者检举等方式寻求行政机关

启动内部追责程序。对能否寻求行政复议或者行

政诉讼等途径救济，则超出《行政处罚法》的立法

范畴，应当结合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相关法律规

定进行认定①。

４．管辖权竞合处理和执法期限起算
《行政处罚法》第２５条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

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各

部门规章基本遵循这一立场。《行政处罚法》第６０
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办案期限，行政机关应当自立

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

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从功能上看，立案只

是处理管辖权竞合和起算执法期限的前提与条件，

上述条款是对立案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的规定，并不

指向立案制度本身，因此应当分别纳入管辖制度和

办案期限制度，而不应纳入立案制度。

从整体视角来看，立案标准是判断立案与否

的关键因素，是整个立案制度的核心。立案依据

公示是立案程序的外部化，使其具备接受合法性

审查的条件，从而成为立案制度的重要内容。违

法不立案的责任条款作为法律后果安排，与应当

立案条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②，成为立

案制度的必要内容。因此，完整的立案制度包括

明确的立案标准、立案依据公示以及违法不立案

的追责三个内容。

（二）行政程序理性审视下的立案制度

就法律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是通

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限制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

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③。在具体的程序

设计中，还应兼顾公正和效率，即要在确保公正的

基础上提高行政效率④。因此，需要从行政程序

理性的视角出发，以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

化为目标，以公正和效率为具体标准来审视行政

处罚立案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１．立案标准不统一、不明确
通过梳理，行政处罚的立案标准在实体要件、

违法主体要件的选择上存在较大分歧，呈现出不

统一、不明确的状态。这不利于立案裁量的统一

行使，降低了行政效率，并给行政执法改革造成了

障碍。以浙江省推行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为例⑤，《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三

章专章规定了行政协同，明确要求建立行政执法

协调衔接机制，完善信息共享、违法线索互通、案

件移送等工作制度，实践中已形成了业务部门接

受举报投诉，对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移送给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协作模式⑥。然而，业

务部门基于案件移送需要享有立案判断权，而按

照完整的行政处罚流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接

收的案件同样享有立案判断权，因此可能出现相

同事实在业务部门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之间产生

立案、不立案两种相反判断的问题：一方面，会导

致“案件移交材料手续、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

用、协同执法等方面出现标准不统一、程序不明确

等问题，造成办案效率不高”⑦；另一方面，关于立

案与否的不同判断还可能成为行政机关互相推诿

的理由，放大程序的非理性作用。

行政执法人员应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和专业

素养，而立案标准的不统一和不明确客观上给执

法人员增加了学习成本和工作难度。在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以及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背景下，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在处理不

同领域案件时需要按照不同的程序规范和要求办

理案件，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基层执法人员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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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第１款规定了“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原告诉讼资格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２条第５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法发〔２０１７〕２５
号）进一步明确了原告诉讼资格的判断标准。

完整的法律规范包括事实构成、当为规定和法律后果安排。参见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版，第６９页。

王锡锌：《行政程序法理念与制度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关保英：《行政程序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５页。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开始施行，２０２２年１月３０日，《浙江省加快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

工作方案》获中央批复同意，浙江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

参见《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关于公布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扩展目录（２０２２年）的通知》（杭综执办〔２０２２〕２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２／４／２２／ａｒｔ＿１２２９０６３３８９＿１８１５００２．ｈｔｍｌ。

参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ｈｔｔｐｓ：／／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ｏｍ．ｃｎ／２０２２／
ｒｄｄ４ｃｈ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３３９７２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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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在短时间内吸收大量知识，而个别行业需要

具备一定基础知识才能更好执法，因此容易出现

赋权事项与执法人员能力不匹配的问题，不利于

执法工作的开展①。

２．立案依据公示存在立法空白
立案依据公示作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制度的

重要内容，“顺应了行政公开的时代潮流，也是行政

处罚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但是因为缺乏具

体规定，未能引导行政机关理性行使裁量权，反而

导致实践中存在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等问题。

一是未经处理的立案依据公示可能侵害相对

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实践中，有机关对立案的违

法线索和相关材料、事实证据进行公示，其中未加

处理地公布了重要的个人信息，例如岳阳市林业

局公布了包括相对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住

址等具体内容③。从实际影响来看，即使未作出

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清晰的立案事实依

据以及有明确指向性的个人信息同样构成对相

对人的否定性评价，客观上造成相对人物质上

或者精神上的“权益减损”。因此，未对个人信

息采取保护措施的行政处罚立案依据公示具有

一定惩戒属性，进而符合《行政处罚法》第 ２条
规定的“行政处罚”构成要件，相当于在正式的

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已经附加了通报批评的申

诫罚。并且，不加处理地公布个人信息，也与

《个人信息保护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

法规相背离。

二是公示期限不明将导致公示难以被撤回。

实践中对立案依据秉持长期公开的态度，例如，铜

鼓县城市管理局２０２３年１月行政处罚立案公示
的公开时限为“常年公开”④，岳阳市林业局的立

案依据公示自２０２２年 ９月 １９日上传，至今仍能

检索⑤。学界亦有观点认为，行政处罚信息的事

前公示，不是一个短时行为，而是一个长时间持续

的行为⑥。然而，考虑到违法事实公开可能对相

对人产生的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权益减损”，公

示应当明确设立一个期限。

三　行政处罚立案制度的规范建构
程序理性要求行政程序应当与行政效率相契

合，兼顾相对人权益的保障⑦。针对立案标准不清

晰、立案依据公示规定不具体的问题，应分别进行

要件分析和规范构建，以实现立案程序的理性化。

（一）立案标准的构成要件分析

围绕立案标准的构成，有宽严两种态度。持

宽松态度的观点认为：“从行政处罚的目的来看，

立案不应该成为行政处罚的门槛，基本的精神应

当是能立则立，防止有案不立，只要有行政违法行

为，行政机关就应当积极矫正违法行为，防止违法

行为发生。”⑧持严格态度的观点则从程序、实体

和裁量三个维度总结出六个构成要素，认为符合

这六个构成要素的，可以立案⑨。

不可否认，两种观点都具有目的正当性，但也

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行政执法效能决定

了宽松的立案标准并不能完全实现降低行政处罚

立案门槛的目的。行政执法效能，指的是行政机

关在行政执法中所表现出来的执法能力、效率以

及执法目标的实现程度。它是执法资源、执法能

力、执法效率、执法效果四大要素的有机整合瑏瑠。

一旦立案门槛过低，则可能大量增加执法任务，使

繁重的执法任务与有限的执法资源间出现巨大张

力，大大降低行政执法效能，不仅不能实现“防止

有案不立”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执法质量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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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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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２０２２年杭州市某区《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实施情况评估报告》，第３７页。
李洪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评注》，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５页。
参见《林业行政处罚立案登记表》（岳市林罚（２０２２）第 ００５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ｕｅｙａｎｇ．ｇｏｖ．ｃｎ／ｙｙｌｙｊ／７０２７／６３２５０／６３２６５／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０１３６７．ｈｔｍｌ。
参见《铜鼓县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立案公示２０２３—０１》（铜城立〔２０２３〕Ｔ００１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ｏｎｇｇｕ．ｇｏｖ．ｃｎ／ｔｇｘｒｍｚｆ／ｚｘｃｆ／２０２３０１／

８１８９ａｆｃ４ｃａ０１４ｄｃ９９７２９９１１ｅ１２ｂ３３５４２．ｓｈｔｍｌ。
参见《林业行政处罚立案登记表》（岳市林罚（２０２２）第 ００５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ｕｅｙａｎｇ．ｇｏｖ．ｃｎ／ｙｙｌｙｊ／７０２７／６３２５０／６３２６５／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０１３６７．ｈｔｍｌ。
李洪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评注》，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７页。
关保英，候佳丽：《行政程序理性研究》，《求是学刊》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１０页。
这六项分别为：（１）行政处罚管辖规定；（２）追诉时效规定；（３）存在失序行为；（４）有实体违则；（５）有实体罚则；（６）有明确的行

为主体。参见商思刚：《行政处罚立案标准的构建与完善》，《中国司法》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王亚利：《行政执法效能的程序保障机制研究———兼论行政执法程序立法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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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甚至选择性执法的出现。其次，严格的立案标

准在形式上汇总提炼当前规范文本中立案标准的

相关要件，以期提高可操作性，但越全面具体的立

案标准同时意味着立案门槛的提高，同样不利于

行政处罚目的的实现。因此，只有对立案标准构

成要件进行科学选择，才能在“能立则立”与“具

有可操作性”之间达到平衡，找到最优解。

１．“有管辖权”“在追诉时效内”“有证据初步
证明有违法事实”是立案标准的必要构成要件

“有管辖权”“在追诉时效内”是行政处罚立

案标准程序维度的必备要素，在此无需赘言。在

实体维度，当前有违法行为要件、违法事实要件、

危害后果要件三种选择，对此如何取舍？本文认

为，应以表述为“有证据初步证明有违法事实”的

违法事实要件为妥。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在

学理上被称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对其构成要

件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有探讨①，然直至今日，
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体系、是否应当

包含主观要素、危害结果等问题仍未形成定论②。

因此，内涵模糊的“违法行为”概念难以实现增强

立案标准可操作性的目的。若采用“有证据初步

证明有违法事实”的立案标准，则有以下优势：其

一，违法事实本质上是客观发生的事实，不涉及

对主观因素以及法律后果的判断，采用“违法事

实”标准降低了对立案与否的认知难度；其二，

“有初步证据证明”的表述更有利于明确立案的

证据要求。从立案的特点来看，许多案件的事

实尚处于不清晰和不确定的状态，因此，立案时

并不需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违法行为的性

质、违法程度和可追责性，只要证据符合要求，

能初步证明违法事实存在，就可以作为立案的

证据。完整的案件事实、违法行为性质和法律

后果可以在立案之后按照正式的行政调查程序

予以取证和查明。

２．“明确的嫌疑人”不是立案标准的必要构成
要件

一是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原则，行政处罚

的立案不应当将违法事实和违法嫌疑人同时作为

立案的必要标准。在公法史上，行政处罚来源于

刑罚，行政处罚是在刑事立法的非犯罪化运动中

产生的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０９条规定：“公
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

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该条说明

我国对刑事犯罪采取“以事立案”和“以人立案”

的选择模式，并不以同时查明犯罪事实和犯罪嫌

疑人作为立案标准。正因为行政处罚源于刑罚的

非犯罪化，行政处罚程序标准必然不及刑事处罚

程序标准严苛。既然刑事立案采取的是“以事立

案”和“以人立案”的选择模式，若要求行政处罚

立案同时满足有违法事实和违法嫌疑人标准，反

而使得行政处罚立案的形式门槛高过了刑事处罚

立案的形式门槛。

二是若必须同时查明违法嫌疑人和违法事实，

意味着过度拔高行政处罚的立案门槛。对发现违

法事实，违法嫌疑人暂不能确定的案件，可以先以

事立案。即使在立案后仍无法确定违法嫌疑人的，

还可以对已经立案的案件决定中止或撤销。例如

《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沪城

管规〔２０２１〕１号）第４９条规定：“立案核查期满，有
证据证明违法行为发生但无法确定当事人的，城管

综合执法部门应当予以立案。经过调查，仍然无法

确定当事人的，可以中止调查或者撤销案件。”

３．确定“可以不予立案”标准
根据处罚法定原则，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自然

不能立案。而“可以不予立案”的范围则不仅仅

涉及不予处罚的范围，还涉及可免于处罚的情形，

因此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对“可以不予立案”

规定最明确的是《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２０条，该条参照“首违免罚”“轻微不罚”
“证明无主观过错”明确了可以不予立案的情形。

有观点认为，这三种情形同时涉及可以不予处罚

和应当不予处罚的情形，对其进行并列规定可能

造成对可以不予处罚的情形径行不予立案的后

果，从而放纵违法，因此存在执法逻辑错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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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秋楠：《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中国法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江必新：《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法律适
用》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代表性论文有：李晴：《犯罪论体系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可参照性》，《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
论》，《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０年第６期；江必新：《论应
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法律适用》１９９６年第６期；孙秋楠：《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中国法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等等。

熊樟林：《行政违法真的不需要危害结果吗？》，《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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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予立案”的标准不应包括“首违免罚”①。本

文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现有规定不存在逻辑错

误。一是不立案条款的表述是“可以不予立案”，

而非应当不予立案，因此并不是对可以不予立案

的情形径行不予立案，反而是将应当不予立案的

情形纳入了“可以不予立案”的裁量范围，不存在

执法逻辑错误。二是该观点还担心不予立案后将

导致后次执法难以精准、迅速识别同一行为人的

违法情况。由于不立案同样需要制作不予立案审

批表，相关记录仍应当制作案卷存留备查，尤其是

随着执法监管的数字化，案卷档案的留存和调取

日益便利，这种担心亦无必要。

（二）立案依据公示的规范填充

１．公示的对象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与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公开立场不同②，《行

政处罚法》第３９条对立案依据持绝对公开立场。
部分学者认为，包括立案依据公示在内的行政处

罚公示可以“保障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③，因此认为立案依

据公示的对象是行政相对人和公众。还有观点认

为，本条涉及的信息公示对象并非具体行政处罚

过程中的行政处罚相对人，而应当是不特定的社

会公众。其理由在于，具体的行政处罚过程信息

公开追求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实际知晓，而立案依

据公示对社会公众而言是推定可知的状态④。本

文赞同第二种意见，因为《行政处罚法》第 ４４条
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

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

据。若立案依据公示仍追求相对人的知晓，就与

第４４条规定重复，没有单独规定的必要。
２．公示内容应包括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关于公示内容存在两种不同观点，实践中也分

别得到了体现：一是公示法律依据。这种观点认

为，行政处罚立案依据公示的内容包括处罚的法律

依据和职权依据。法律依据是行政相对人涉嫌违

法依法可能被追究行政处罚责任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行政性文件，以及行政裁量权适用规则、裁量

基准等。职权依据则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赋予其

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规定，以及按照级别管辖和地域

管辖属于其管辖范围的相关规定⑤。法律依据和

职权依据属于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畴，经过

多年实践已经做到了较高程度的公开与透明。二

是公示法律依据和个案事实依据。此种观点认

为，除了法律依据和职权依据外，还应当就个案的

事实依据，即发现的违法线索和相关材料、事实证

据进行公示⑥。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对事实依据

甚至行政机关内部的立案审批登记表进行了公

示，例如重庆市开州区生态环境局，在其官网政务

公开监督检查版块的立案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案

件来源、立案号、案由、违法情形简介、立案依据等

内容；再如岳阳市林业局对行政处罚立案登记表

以拍照形式进行了公示⑦。考虑到 ２０２１年修订
《行政处罚法》的目的在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较为

强烈的行政机关“有案不立”“久查不结”等执法领

域顽症痼疾，说明仅公示法律依据和职权依据仍然

不够，需要赋予社会公众对行政处罚个案的知情权

和监督权。因此，立案依据公示的内容包括个案事

实依据的观点更符合立法目的。不过，在对事实依

据进行公示时，还要坚持适度区分的基本理念，结

合全文公示与摘要公示、显名公示与隐名公示、外

部公示与内部公示的具体要求⑧，平衡好公众知情

权与当事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

３．建立立案依据公示的时效制度
过长的公示期限有违比例原则，立案依据的

公示期限应结合案件处理结果作出区分。立案后

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自作出不处罚决定

或者撤销立案后及时撤回公示信息；立案后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仍需要进一步参照行政处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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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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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商思刚：《行政处罚立案标准的构建与完善》，《中国司法》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行政处罚法》第４８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即并非所有行政处罚决定均需公开。
参见江必新：《行政处罚法条文精释与实例精解》，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３９页；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

义》，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４９页。
李洪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评注》，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７页。
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２５０页。
参见江必新：《行政处罚法条文精释与实例精解》，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４０页；李洪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评

注》，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４月版，第２６８页。
分别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ｋｚ．ｇｏｖ．ｃｎ／ｋｚ／ｆｚｈｇｇｗｙｈ＿８０９０６／ｚｗｇｋ＿７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ｕｅｙａｎｇ．ｇｏｖ．ｃｎ／ｙｙｌｙｊ／７０２７／６３２５０／６３２６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江必新：《行政处罚法条文精释与实例精解》，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２３９—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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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公开确定立案依据的公示期限。作出行政

处罚但行政处罚决定未公开的，应当自行政处罚

决定作出后及时撤回立案依据公示信息；行政处

罚决定被公开的，鉴于行政处罚决定亦有公开期

限①，立案依据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停止公开时

同时停止公示。

结语

本文研究表明，框架式的规定尚不足以完全

实现立法目标，不统一、不明确的程序规范甚至会

阻碍行政执法质量的提升。对此应以行政程序理

性为指引，统一立案标准、填充立案依据公示规范

以完善立案程序，在确保公正的基础上提高行政

效率。考虑到统一修改各部门规章的现实难度，

当前应当以地方性立法的方式细化行政执法程序

规定，破除规范不统一、不明确的难题，推进执法

标准、执法流程、文书样本的一体化建设，进而推

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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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４５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
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均对行政处罚的公示期限等内容作出了规定。


